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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综述
公共创新实验室的作用功能、 创新成效

与关键因素： 文献回顾及启示

袁千里　 刘新萍

【摘要】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管理问题和公共服务需求，政府部门需要公共
创新以提高其有效性和合法性。近年来，公共创新实验室成为政府部门孵化创
新成果和提高创新能力的一种新型组织机构。论文梳理了公共创新实验室的相
关研究，对公共创新实验室的概念特征、作用功能、实际成效以及影响因素等
进行总结。文献回顾发现，公共创新实验室主要在公共创新初期对问题识别和
方案设计发挥作用，促进了技术过程创新和管理过程创新的产生，其创新成果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部门运行效率和公众参与程度。现有研究认为，从微观
和中观层面来看，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团队建设、组织结构、合作网络是促进公
共创新的关键因素。然而，宏观层面的行政体制和传统对公共创新实验室造成
了一定限制。论文尝试为我国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实践和研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
议和未来方向。

【关键词】公共创新实验室　 创新空间　 合作创新　 制度设计　 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４）０６ － ０１７６ － ２０

一、引言
公共创新（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是近年来学术界与实践界反复出现的主

题。它是政府部门建设或采用其所认为的新理念、新措施或新技术以实现特定
政策目标和提高政府治理绩效与合法性的创造性过程（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Ｓｒｅｎｓｅｎ ＆ Ｔｏｒｆｉｎｇ，２０１１）。我国公共创新的目的旨在解决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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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千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通讯作者：刘新萍，上海理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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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改进公共服务绩效，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许
多政策领域，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先行先试”，激发地方创新动力，并进而
获得国家的推广（马亮，２０１５）。

尽管对公共创新的需求日益上升，但在实践中，公共创新过程仍然面临制
度环境、组织结构、组织资源、行动主体等多方面的制约（Ｃｉｎ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现有公共管理体制机制仍然缺少持续建设公共创新的空间。官僚科层制的固化、
政策执行的稳定性要求、线性的政策执行过程等与公共创新的破坏性创造、迭
代调整、非线性过程存在矛盾（Ｃａｒ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Ｂａｓｏｎ，２０１２）。面对这些矛盾，政
府部门需要构建一个适用于公共创新的专属空间，提供所需的制度、结构、资
源和方法，从而突破日常公共管理体制对公共创新过程的限制。

公共创新实验室是这类公共创新专属空间的代表形式之一。它是负责公共
创新的专职组织机构，旨在将公共创新过程制度化，为政府部门带来持续的创
新资源和能力，探索并实现政府部门所需的创新与变革（Ｔｎｕｒｉｓ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它并不负责日常的公共管理事务，相对独立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因此，面对
官僚科层制的限制，它为政府部门带来了一个“安全空间”，既让组织成员在一
定程度上暂时摆脱官僚科层制的繁文缛节，能够在此空间中专注于探索政府部
门所需要的变革；又引入不同于传统公共管理技能的各类创新方法和工具包，
持续地构思和设计新的解决方案（Ｏｌｅｊｎｉｃｚａ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Ｐｕｔｔｉ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１５）。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全球由地方政府部门建立的公共创新实
验室有１４０个（Ｌｅｗｉｓ，２０２２），其中大部分位于欧洲和北美。而在我国，多个地
方政府也相继成立公共创新实验室以进一步促进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和政府数字
化转型。例如，上海市自２０１８年起，重点聚焦金融、医疗、旅游、交通、社会信
用服务等领域，建立了两批大数据联合创新实验室①。山东省自２０２２年以来，建
立了１７０个数据开放应用创新实验室②，旨在提高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程度。

已有国内外学者对公共创新的研究开展了一些评述（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王
猛，２０２０；赵琦、顾昕，２０２２），梳理总结了公共创新的概念、类型、模式、动力
因素、面临挑战等关键议题，为本文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然而，既有的学术
文献梳理仍然存在一定不足。一方面，既有文献回顾重点关注了公共创新采纳与
扩散环节，即政府部门如何引进并落地了对于政府来说有效的新理念、新实践、
新模式。但是，对公共创新的问题界定、创意设计等前期探索环节的综合分析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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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范佳佳《上海公共数据开放水平排名全球第四，但这块短板亟须补上》，来源：
ｈｔｔｐｓ：／ ／ ｓｇｈｅｘｐｏｒｔ． ｓｈ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０２ ／ ９１４３０４． 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９
月１５日。

山东省大数据局组织开展了山东省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实验室评选，共评选出第一批
山东省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实验室７５个，第二批９５个。



少，未能深入分析公共创新从前期探索到后期落地的复杂过程。另一方面，既有
文献回顾重点关注了公共创新过程中面临的阻碍和挑战，但是较少分析政府部门
应对这些阻碍和挑战所建立的公共创新专属空间即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应对策略。

因此，本文尝试梳理关于公共创新实验室的相关研究，总结公共创新实验室
的概念和特征，对其在公共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功能、实际成效和影响因素等方面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这一公共创新专属空间在公共政策和治理创新过程中所扮演
的角色和面临的挑战。从理论价值来看，可以将公共创新实验室这一新型组织形
式作为案例，探究公共创新领域组织机构变革的作用机制、有效条件和实际成效，
分析组织变革相关理论在公共创新领域的适用情况。同时，厘清公共创新实验室
的概念、分析框架与理论意涵，从而为未来的研究开辟新的道路。从实践价值来
看，研究这些问题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公共创新实验室在公共创新过程中扮演的角
色和发挥的功能，明确公共创新实验室自身的组织特性和运行要点，帮助政府部
门解决公共创新实验室是什么、为什么设置、怎样设置等实践问题。

二、公共创新的概念、模式与因素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公共创新”这一概念得到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

已有相关研究分析了公共创新的概念、类型、动力因素、面临挑战等关键议题。
本部分将简要回顾公共创新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梳理归纳公共创新实验室的
相关文献提供理论基础。

（一）公共创新的概念与类型
现有国内外文献并未对公共创新的概念内涵形成统一的认识，究竟多大程

度的创新和什么样的创新属于公共创新，其边界仍然不甚明晰。已有文献发现，
学者们对公共创新的定义通常从以下３个维度进行界定。第一，公共创新是对
于政府部门而言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做法（Ｂｈａｔ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一个公共政
策或治理实践是否属于创新，在于其是否被政府部门认为是新的做法。第二，
公共创新的本质在于政府部门组织、流程、服务、产品或理念的变革，既包括
颠覆性的变革，也包括渐进性的修正（Ｃｈｏｉ ＆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２０１５）。第三，公共创
新过程并不是临时性的，而是长期反复迭代优化的过程。大部分学者认为公共
创新过程包含创新采纳和扩散两个环节（Ｒｏｇｅｒｓ，１９８３），也有一些学者将创新
前期的创意设计和政策创造纳入公共创新的关键环节（Ｈａｒｔ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综合以上３个维度，公共创新可以被界定为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创造或采用其所
认为的新理念、新措施或新技术以实现特定政策目标和提高政府治理绩效与合
法性的创造性过程。

现有文献从不同维度讨论了如何对公共创新进行分类，包括创新内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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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创新主体等分类维度（王猛，２０２０；赵琦、顾昕，２０２２）。大多数文献采用
创新内容维度来区分不同的公共创新类型。根据创新内容来看，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将政府创新分为技术过程创新、管理过程创新、服务产品创新、治理模式
创新和概念理念创新。其中，技术过程创新是指政府部门引入和运用新的信息技
术来提供公共服务；管理过程创新是指政府部门改变现有内部行政流程和组织架
构来实现新的管理方式；服务产品创新是指政府部门向公众提供新的公共服务或
产品来满足其需求；治理模式创新则是指政府部门改变现行公共管理体制机制以
推动公共治理变革来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概念理念创新则是指对公共管理范式
的反思和改变，在政府行动中引入新概念、新范式、新理念。这些分类为本文讨
论公共创新实验室对不同公共创新类型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公共创新的过程与模式
有学者提出，作为一项复杂的过程，公共创新会涉及以下４个环节（Ｅｇｇｅｒｓ

＆ Ｓｉｎｇｈ，２００９）。第一，问题识别与创意生成。该环节将重新界定公共管理中的
关键问题与核心目标，突破原有公共管理模式的限制，生成一系列创意想法。
第二，方案设计、评估与完善。该环节根据前一阶段产生的创意想法，进一步
形成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对其中一些解决方案进行测试评估，选择潜在价值
和可行性都较高的方案，并持续进行迭代完善。第三，创新方案实施。创新方
案经测试评估后，政府部门根据测试结果选择合适的方案进入实施环节，进而
改变政府部门的组织机构、人员配置、业务流程、技术运用等。第四，创新方
案扩散。该环节将创新方案拓展到其他政府部门，扩大创新方案的实施范围。

同时，伴随着公共管理范式向新公共治理的转变，公共创新模式也逐渐从
层级化模式向合作化方式发展（Ｈａｒｔ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Ｔｏｒｆｉｎｇ，２０１９）。层级化创
新模式授权组织顶层决策者来定义目前的问题或挑战，并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
尽管他们可以充分调动组织内的资源和能力来快速设计和实施创新方案，但该
方案未必能很有针对性地破解公共管理问题。而合作化创新模式是协作治理和
互动治理理论范式下的公共创新行动，有助于促进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知识和想
法的交流，从而激发多方互动学习，拓展解决问题的思路。该模式以多元主体
间的有效互动与合作为基础，挖掘他们的共同利益诉求，建设性地融合各方观
念和想法，从差异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有利于突破各方原有的思维定式，
促成公共创新。这些环节与模式为进一步讨论公共创新实验室在不同阶段扮演
的角色功能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公共创新的动力和挑战
现有研究分别从宏观制度环境、中观组织与网络以及微观行动者这３个层面

探讨了公共创新的动力与挑战这一议题（张友浪等，２０２３；王猛，２０２０）。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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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了公共创新实验室面临的动力、困境和挑战，为探讨公共创新实验室
的作用功能与关键因素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前研究主要从社会环境变化、政治压力和制度约束３个方面探讨了宏观制
度环境层面的动力因素与阻碍。有研究表明，政府部门公共创新是回应宏观制
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行为选择，其动力来源于社会变迁、制度缺陷与各方利益
诉求（傅大友、芮国强，２００３）。同时，面对上级部门的纵向政治压力与同级部
门的横向绩效竞争，政府部门更有动力采纳创新实践或学习其他地区的经验。
然而，公共创新仍然面临着权力过度集中的行政体制限制（Ｃｉｎ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从中观组织与网络层面来看，既有研究探讨了组织资源、组织文化、组织
结构以及合作网络与组织学习对公共创新的促进或阻碍作用。研究发现，当前
政府部门规避风险的组织文化和僵化的科层制结构既不利于组织成员交流创意
想法，也不利于共享专业知识与创新能力，难以实现公共创新（Ｃｉｎ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王猛，２０２０）。尽管合作创新尝试引入政府外部的新知识和新做法，但相
关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共同愿景缺失、责任配置失衡、合作治理手段欠缺
等问题仍然限制了多主体合作以及公共创新的产生（Ｄｅ Ｃｏｎｉｎ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从微观行动者视角来看，学者们认为行动个体对公共创新的态度及其掌握
的创新能力是关键因素。研究表明，政府部门中的政策企业家利用其知识和技
术专长，提出和设计新的政策方案，并积极获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推动
创新方案的实施与扩散（Ｊｏｈｎ，２０１４）。然而，绝大部分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缺
乏足够的创新意愿，仍然受到宏观制度和中观组织因素的约束（Ｈｏｕｔｇｒａａｆ，
２０２３）。中层或基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创新意愿较低，对公共创新的接受程度
也相对较低。同时，其创新技能与创意能力也相对较低，难以对公共创新过程
与成果做出贡献（Ｃｉｎ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三、文献研究方法
作者首先检索采集公共创新实验室相关的英文文献。检索的文献库包括

Ｅｂｓｃｏ、Ｓｃｏｐｕｓ、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ｕｌｌ Ｔｅｘｔ。作者进
行了两轮文献检索，检索范围是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２３年期间发表的学术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和图书章节。在第一轮检索中，作者使用关键词“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或“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在论文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中搜
索相关文章，共得到９３条文献记录。在检索过程中，作者发现部分论文采用了
与“公共创新实验室”类似但不完全一致的术语，如“政策实验室”“政策创
新实验室”“政府创新实验室”等。因此，作者在第二轮文献检索中使用关键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或“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或“ｐｏｌｉｃｙ ｌａｂ”检索相关
文献，共得到１３２条文献记录。通过初步阅读这些文献记录，作者除去重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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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以及与公共创新实验室不相关的文献，最终筛选出６４篇学术文献进行深度文
献分析。本研究排除的文献主要是关于创新主体互动网络、政府外部的智库和
企业内部的创新实验室等。

作者采用类似方法检索相关主题的中文文献。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使
用关键词“公共创新＋公共服务创新＋公共政策创新＋公共治理创新”和“实验
室”在论文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中检索相关文章，共得到９条文献记录。另外，
作者发现在我国公共创新实践中，存在政策试点和政策实验等可能涉及公共创新
实验室的做法，但相关研究并未使用公共创新实验室的概念，因此作者进一步以
“试点”或“试验”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文献，共获得２９篇学术文献。在采用与英
文文献类似的排除方式后，共筛选出５篇学术论文进行深度分析。

完成文献检索后，作者对６９篇相关学术文献进行定性分析，以厘清公共创
新实验室在公共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功能、影响因素及其实践效果。针对文献所
涉及的相关问题，作者采用归纳法来分析其中的主要观点。首先，作者将文献
所呈现的相关观点作为初级代码，描述各文献关于公共创新实验室的概念、作
用、实际效果和影响因素等问题的核心观点。随后，作者进一步归纳这些观点，
揭示公共创新实验室在公共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功能、实际成效以及关键因素和
挑战。

四、公共创新实验室的概念和特征
当前文献所使用的具体术语与相关界定并不统一，出现了多个内涵相近的

术语来描述公共创新实验室。这其中包括创新实验室（Ｔｎｕｒｉｓ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政府创新实验室（Ａｃｅｖｅｄｏ ＆ Ｄａｓｓｅｎ，２０１６）、政策实验室（Ｆｕｌｌｅｒ ＆ Ｌｏｃｈａｒｄ，
２０１６）、公共创新实验室（Ｏｓｏｒｉ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政策创新实验室（刘太刚、邓
正阳，２０２０）等。但学者们所使用的术语均具有以下共同特点。第一，公共创
新实验室是明确成立的单位、团队、实体或组织，而不是一次性活动或有时限
的项目。第二，公共创新实验室通常有自己的目标、原则、人员、结构、流程
和创新活动资金。第三，这些组织将公共创新视为其主要任务和组织目标，目
的在于为政府部门设计新的方案，解决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中的问题。

学者们进一步从组织形式和人员构成的特征来界定公共创新实验室。一部
分学者发现公共创新实验室是相对独立于官僚科层制的一个机构，可以自主决
定创新目标、工作重心和创新方法，较少受制于具体的绩效考核指标（Ｌｅｗ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Ｔｎｕｒｉｓ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这类机构的团队规模较小、组织结构扁平化、
预算资金灵活度较高。另一部分学者则发现，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团队成员来自
不同学科背景，既拥有公共管理的专业知识，也拥有其他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
例如设计学、工程学、心理学、数据科学等，形成了具备跨学科背景的创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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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Ａｃｅｖｅｄｏ ＆ Ｄａｓｓｅｎ，２０１６；Ｐｕｔｔｉ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但是有学者批评，这样的界定容易与一般意义上的智库或研究机构相混淆。

因此，需要从公共创新实验室的运作方式和创新方法上进一步明确其特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１５）。首先，公共创新实验室强调以结果为导向，注重从最初的创
意设计到最终的方案实施（Ｗｅｌｌｓｔｅａ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３）。智库或研究机构的成果主要
是纸面上的设计规划，但公共创新实验室则更强调实际产出与变革。通过实验测
试等方式评估创新的实际成效，进而根据测试效果来调整创新方案，持续迭代完
善方案，并最终进入实施环节。其次，公共创新实验室采用了一系列区别于一般
公共管理技能的创新手段和实验方法（Ｃｒｉａｄ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１５），主
要使用“设计思维”（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和“行为洞察”（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等创
新方法，区别于智库或研究机构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参与式
创新方案设计模式，与最终用户共同创造新的解决方案（张鹏，２０２０；赵生辉，
２０１６）。同时，公共创新实验室往往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机制跨越组织边界，与政府
机构、民间团体以及社会公众进行合作，开展有意义的信息沟通与知识共享，进
而促进公共创新的产生（Ｇｒｙｓｚｋｉｅｗｉｃ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Ｔｈｏｒｐｅ ＆ Ｒｈｏｄｅｓ，２０１８）。

公共创新实验室的特征也与中国特有的政策试验（试点）和示范区有相似
之处。广义的政策试验包含了“政策生成”与“政策试点” （贺芒、闫博文，
２０２３），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探索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成功的地方经验会
被中央政府采纳，形成“由点到面”的政策推广（韩博天，２０１０）。它们的共
同目标是通过政策测试，消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获取各地的具体情
境及政策需求，从而满足政策制定的知识需求（杨宏山、李娉，２０２２）。然而，
政策试验被认为是由中央政府发起的控制性实验行为，侧重于已有方案的测试
与扩散，而公共创新实验室更侧重于识别与发现政策问题并提出创新性的解决
方案。公共创新实验室所处理的问题通常都难以被定义，涉及多方利益诉求，
且尚没有明确答案或解决方案。

综合以上论述，尽管文献中所使用的具体术语与界定并不统一，但学术界
对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定义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它是专注于公共创新的组织机构，
致力于探索和实施创新方案来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同时，公共创新实验室区别
于一般意义上的智库或研究机构，在运作方式上强调以结果为导向，在创新方
法上强调采用不同于一般公共管理技能的方法，来促进公共创新的产生。

五、公共创新实验室的作用功能与实际成效
学者们重点关注了公共创新实验室在公共创新过程初期，即问题识别、创意

生成、方案设计与评估完善环节的作用。在公共创新后期，公共创新实验室需要
进一步向政府部门转移新的解决方案来实现创新方案的实施与扩散（Ｋｒｏｇｈ，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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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Ｇ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Ｗｈｉｃｈｅｒ，２０２１）。然而，仅有少部分学者探讨了公共创新实
验室当前所取得的实际成效（Ｔｉｍｅｕｓ ＆ Ｇａｓｃó，２０１８；Ｗｈｉｃｈｅｒ，２０２１）。

（一）公共创新实验室的作用功能
研究表明，公共创新实验室主要作用于公共创新初期的问题识别、创意生

成、方案设计与评估完善环节。公共创新实验室主要通过知识生产、多主体参
与以及实验测试３种机制，促进了公共创新的方案设计与评估（Ｔｎｕｒｉｓ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１ ． 知识生产
针对具体的公共管理问题，公共创新实验室有助于产生新知识和新想法，从

而促进公共创新的产生（Ｏｌｅｊｎｉｃｚａ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一方面，公共创新实验室跳出
现有的公共管理模式框架，分析反思当前公共管理问题，运用创新方法设计解决
方案。其中，“设计思维”方法将社会公众和一线工作人员的经验带入公共创新过
程中，重新界定各方利益和需求的重要性，重新审视公共管理中的主要问题，使
创新方案的设计更能有效回应社会公众的需求（Ｌｅｗｉｓ，２０２２；ＭｃＧ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另一方面，公共创新实验室从多个学科视角挖掘关键问题，全面剖析公共
管理问题的根本原因，明确重点干预措施并设计创新方案，为解决公共管理问题
提供了新视角（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Ｋｒａｐｅｌ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Ｔｈｏｒｐｅ ＆ Ｒｈｏｄｅｓ，２０１８）。
２ ． 多主体参与
公共创新实验室中的多主体参与为创新过程带来了多元化的实践经验以及

专业化的知识技能，进一步推动创意生成与方案设计。一方面，外部合作者为
政府部门带来了前瞻性的新理念和新实践，例如区块链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在公共管理中的创新应用。这有助于政府部门打开思路，刺激公共创新的诞生
（Ｆｅｒｒａｒｅｚ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Ｋｉ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Ｐóｌｖｏｒａ ＆ Ｎａｓｃｉｍｅｎｔｏ，２０２１）。同时，
引入外部合作者的差异化视角，更有利于产生有针对性的新解决方案。借用外
部合作者的资源和创新方法，补充公共创新实验室的技能空缺（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 ＆
Ｃａｒｓｔｅｎｓ，２０２２；Ｎｅｓｔｉ，２０１８）。另一方面，公共创新实验室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鼓励用户从最初阶段参与创新过程，从用户视角重新建构公共管理问题，使创
新方案的设计更符合社会公众需求。在国内电子政务领域的公共创新实验室中，
公众积极参与创新过程，使政府部门了解到公众使用习惯和需求，进而完善了
互动界面、服务内容和反馈方式（赵生辉，２０１６）。
３ ． 实验测试
公共创新实验室采用敏捷的方法和灵活的流程，使其能够迅速产生进而测

试新的方案。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方案设计的快速迭代，可以显著降低公共创
新过程中的成本，有效减少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Ｆｅｒｒａｒｅｚｉ ｅｔ 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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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Ｋｒａｐｅｌ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实验室还利用小规模实验来评估新想法的
潜在价值或风险（Ｋｉｍｂｅｌｌ ＆ Ｂａｉｌｅｙ，２０１７）。这种方法允许在没有重大投资风险
的情况下，对新政策或服务进行测试并迭代改进。通过这种方式，实验室能够
降低方案落地时的试错成本，有利于应对复杂和不确定的治理挑战。这种以实
验为基础的方法不仅提高了创新的成功率，也为政府部门提供了一种更为经济
有效的创新途径。

在公共创新后期环节，学者们发现公共创新实验室仍然需要向政府部门转
移新的解决方案来实现最终的实施落地（Ｅｖａｎｓ ＆ Ｃｈｅｎｇ，２０２１；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
Ｂｏｔｅｒｏ，２０２０；Ｔｉｍｅｕｓ ＆ Ｇａｓｃó，２０１８）。在某些情况下，公共创新实验室能够通
过与个别决策者的非正式网络向政府部门“推销” （游说、宣传或传播）这些
想法，从而实现创新方案的落地（Ｆｅ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Ｋｒｏｇｈ （２０２４）发现，
公共创新实验室可以通过议程链接、舞台链接和参与者链接影响政府部门的决
策，提高公共创新方案的采纳概率。这些创新方案仍然需要增强其可信度与可
行性，从而更好地实现方案的实施。

综上而言，公共创新实验室的作用侧重于创新过程的前期环节（即问题识
别、创意生成、方案设计与评估完善），旨在增加可供决策者使用的创新方案。
在公共创新后期，尽管它们有可能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并促进创新方案的实施
与扩散，但其在核心决策过程中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公共创新实验
室倡导多主体参与的合作创新模式，通过挖掘多元主体的观点诉求和知识经验，
识别关键的公共管理问题，拓展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想法，进一步促进了创新方
案的产生。

（二）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实际成效
当前对公共创新实验室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对其创新成效的认识仍然

十分有限，尚未对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实际成效进行量化研究。仅有少数学者探
讨了公共创新实验室产生的创新成果类型以及这些成果对公共价值产生的影响
（Ｂｅｖｉｌａｃｑｕ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Ｔｉｍｅｕｓ ＆ Ｇａｓｃó，２０１８；Ｗｈｉｃｈｅｒ，２０２１）。
１ ． 公共创新成果
当前研究发现，公共创新实验室所产生的创新成果主要包括技术过程创新和

管理过程创新两大类。从技术过程创新来看，公共创新实验室利用数据分析、数
据可视化、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设计开发新的线上工具，改善政务平台的互动
体验与线上服务水平。例如，德国阿恩斯贝格政府实验室（Ｇｏｖ Ｌａｂ Ａｒｎｓｂｅｒｇ）设
计了一款聊天机器人帮助用户浏览导航地方政府网站（Ｈａｕｇ ＆ Ｍｅｒｇｅｌ，２０２１）。而
另一些实验室则通过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将政府绩效数据更加直观地展示在政府网
站上，让社会公众能够更加容易理解政府绩效情况，实时追踪监督政府部门的公
共服务质量（Ｆｅｒｒａｒｅｚ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Ｏｌｅｊｎｉｃｚａ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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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过程创新来看，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创新方案改变了公共服务流程和
政策制定参与方式（Ｅｖａｎｓ ＆ Ｃｈｅｎｇ，２０２１）。公共创新实验室可以重新设计政府
部门公共服务流程，整合线上与线下公共服务渠道。以巴西联邦政府创新实验
室（ＧＮｏｖａ）为例，该实验室将公共卫生服务流程可视化，揭示服务过程中的关
键痛点，并进而提出相应的优化方案，与卫生部合作开发基于移动应用的医疗
服务新模式（Ｆｅｒｒａｒｅｚ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同时，公共创新实验室可以通过改善政民
互动平台，让更多公众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改变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
参与方式（Ｃｒｉａｄ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一些学者强调，公共创新实验室改变了以理性
主义为前提的政策制定传统，将公众的感知和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带入决策过程，
使政策制定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公众和用户为中心（Ｅｖａｎｓ ＆ Ｃｈｅｎｇ，２０２１）。

尽管公共创新实验室宣称其致力于产品服务、治理模式或概念理念的系统
性创新，但此类创新成果较少。当前这些公共创新成果主要是短期成果（如创
意或方案）（Ｏｌｅｊｎｉｃｚａ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尚不清楚是否真正引发公共治理的长期变
革，并不确定如何推广到政府部门的整体变革中（Ｔｎｕｒｉｓ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一部
分学者发现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小规模团队更有利于从事创新方案的快速设计和
实验迭代，但通常缺乏创新落地的能力和权威，无法对创新方案的推广产生决
定性的影响（Ｃｒｉａｄ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Ｆｅｒｒａｒｅｚ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Ｔｎｕｒｉｓ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２ ． 公共价值影响
研究发现，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创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政府部门降低

管理成本，提升回应速率，进而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Ｈａｕｇ ＆ Ｍｅｒｇｅｌ，
２０２１）。例如，聊天机器人成功帮助政府部门提高公众问询的回应速度，从而降
低政民互动所需的人力成本。同时，研究也发现公共创新实验室改变了政府部
门工作人员的观念想法，减少了官僚科层的繁文缛节，提高了政府部门的知识
信息流转（Ｆｅｒｒａｒｅｚ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Ｈａｕｇ ＆ Ｍｅｒｇｅｌ，２０２１）。

另外，公共创新实验室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公众参与度，使社会公众拥
有更多的发声机会（Ｈａｕｇ ＆ Ｍｅｒｇｅｌ，２０２１）。公共创新实验室的“设计思维”方
法为社会公众提供了表达自身需求的渠道，缓解了社会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增强了公众意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让公共政策能够更充
分反映公众需求和感受，解决公众面临的真正问题（Ｌｅｗｉ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然而，
研究发现，公众参与似乎仅限于政策制定初期的意见输入和问题讨论，这些公
众意见对政策设计、测试以及执行的影响程度仍然受到传统政府过程的限制
（ＭｃＧ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缺少对公众意见的实质性反馈可能降低公众对公共创
新实验室的信任程度，进而降低公众持续参与创新过程的意愿。公共创新实验
室受政府部门的目标设置、资源调配、过程评估等限制而无法突破其既定模式，
难以实现创新方案的落地（Ｂｒｏｃｋ，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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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影响因素和面临挑战
公共创新实验室的设立目的在于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创新需求，帮助政府

部门进一步提高其创新能力。当前文献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对公共创新实
验室的关键因素和面临挑战进行了探讨。从微观和中观层面来看，公共创新实
验室的团队建设、组织结构、合作网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共创新的阻碍。
然而，宏观层面的行政体制和行政传统依然限制了公共创新实验室进一步推动
公共创新方案的实施和扩散。

（一）微观个体因素
公共创新实验室的领袖和团队建设是其能促成公共创新的关键因素。实验

室领袖通过构建创新文化和招募创新人才，使得公共创新实验室成为政府内部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团队（Ｌｅｈｔｉｎｅｎ，２０２２）。研究发现，实验室领袖的沟通协商
能力至关重要。一方面，实验室领袖需要在政府内部与多个部门进行沟通，让
其认识到公共创新的重要性，认可公共创新实验室的价值，获得这些部门的支
持。另一方面，实验室领袖需要与政府外部的创新行动者进行沟通，建立政府
内外行动者之间的合作网络，引入政府外部的新知识和新做法（Ｇａｇｏ ＆
Ｒｕｂａｌｃａｂａ，２０２０；Ｋｒｏｇｈ，２０２４）。实验室领袖成为构建公共创新合作网络的关键
节点，能够融合创新方法与政府内外的创新资源，促进创新方案的产生。

公共创新实验室的跨学科团队能够弥补政府部门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Ｔｉｍｅｕｓ ＆ Ｇａｓｃó，２０１８）。一方面，当前大多数公共管理面临的问题往往超出了
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范畴，需要多学科知识的融合来形成新的解决方案
（Ｈｏｌｉｅｒｈｏｅｋ ＆ Ｐｒｉｃｅ，２０１９）。跨学科团队能够突破单一学科的知识孤岛，从不同
学科视角审视政策问题并提供全面完整的分析框架，形成新的政策设计。政府
内外部知识的融合，既可以拓宽政府部门的传统视野，也能够提升创新方案与
公共管理体制的契合度，赢得政府上层领导的关注和认可（Ｐｕｔｔｉ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Ｓｃｈｏｌｌ ＆ Ｋｅｍｐ，２０１６）。另一方面，跨学科团队可以融合各种创新技能，更有利
于为政府部门产生新想法和新方案，将实际问题转化为理论思考，将理论概念
转化为实际方案（Ｃｒｉａｄ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公共创新实验室通过组织间学习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部门工作人
员的公共创新意愿和能力。通过教授创新知识，公共创新实验室让他们进一步了
解公共创新的理念，学习掌握“设计思维”等创新方法与工具，进而整体提升政
府部门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Ｈａｕｇ ＆ Ｍｅｒｇｅｌ，２０２１；Ｋｏｍａｔｓ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同时，
公共创新实验室也让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参与到具体创新项目中，使其在创新过程
中边干边学，逐渐熟悉和掌握创新方法（Ｔｏｒｖｉｎｅｎ ＆ Ｊａｎｓｓｏｎ，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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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观组织与网络因素
现有文献梳理发现，公共创新实验室的组织结构、组织资源和合作网络关

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政府部门中结构僵化、资源不足、规避风险等问题
（Ｗｈｉｃｈｅｒ，２０２１）。首先，公共创新实验室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和小规模的团队使
其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这种灵活而动态的结构使公共创新行动者之间
的沟通更加迅速，观点也更易分享，有利于摆脱政府传统思维对创新想法的限
制（Ｂｅｖｉｌａｃｑｕ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同时，与传统官僚科层制相对分离使公共创新实
验室成为一个“安全空间”，能够建立创新容错机制，克服组织结构僵化和风险
规避文化等创新障碍。在这样的安全空间中，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更有意愿探索
新想法，不用担心探索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从失败中学习新的知识和见
解，激发新一轮公共创新（Ｃｉｎ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Ｌｅｅ ＆ Ｍａ，２０２０）。

其次，公共创新实验室灵活多元的资金来源是发挥其功能作用的重要因素
之一。现有研究表明，公共创新资金的专款专用使公共创新实验室能够专注于
创新，而免受绩效考核的约束，使公共创新方案的探索更具自主性（Ｃｌａｒｋｅ，
２０２０）。同时，公共创新实验室的资金规模较小，能降低创新失败的机会成本，
让公共创新实验室灵活尝试一些存在失败风险但有价值的新想法，进而促进能
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新方案产生（Ｈａｕｇ ＆ Ｍｅｒｇｅｌ，２０２１）。此外，公共创新实验室
资金来源多样。Ｗｈｉｃｈｅｒ （２０２１）总结了四种资金来源模式（政府赞助模式、赞
助收费模式、成本回收模式、混合模式）并认为公共创新实验室的资金模式需
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而调整，以满足公共创新开发不同阶段的需求。

最后，公共创新实验室与政府内外创新行动者的合作网络关系是促进其发
挥作用的关键所在（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 ＆ Ｃａｒｓｔｅｎｓ，２０２２）。作为一个跨组织边界的团队，
研究表明公共创新实验室持续拓展与政府外部的研究机构、设计团队以及科技
企业的网络关系，提高了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创新能力（Ｗｈｉｃｈｅｒ，２０２１）。同时，
公共创新实验室也与政府部门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推动其创新方案被采
纳。公共创新实验室不仅能够获得政府部门高层领导的认可和支持（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
Ｂｏｔｅｒｏ，２０２０），而且也能够获得政府部门中层管理人员的认同，使公共创新实
验室的活动与部门管理流程相适配，推动创新活动的制度化（Ｋｒｏｇｈ，２０２４）。

（三）宏观制度环境因素
公共创新实验室未能有效克服一些宏观制度环境层面的阻碍，仍然受到行

政体制和行政传统的限制。尽管相对独立于官僚科层制的结构使公共创新实验
室成为克服创新障碍的“安全空间”，然而过度独立也容易造成其脱离于政府部
门整体决策过程，缺乏对创新方案的决策权，缺乏推动政府部门实施创新方案
的能力，最终这些解决方案因未能实现落地而逐渐被放弃（Ｆｅ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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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ｍａｔｓ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尽管高层领导对公共创新实验室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其影响力问题（Ｗｈｉｃｈｅｒ ＆ Ｃｒｉｃｋ，２０１９），但组织的可持续性容易受到政府领导
人更迭的影响。当缺乏高层领导的支持时，公共创新实验室很容易因受政府部门
质疑而被关闭，造成人走政息的情况（Ｎｅｓｔｉ，２０１８；刘太刚、邓正阳，２０２０）。

同时，学者们发现政府部门规避风险、各自为政的行政传统抑制了创新想
法的产生（Ａｇｇｅｒ ＆ Ｓｒｅｎｓｅｎ，２０１８；Ｅｖａｎｓ ＆ Ｃｈｅｎｇ，２０２１）。权力失衡和目标冲
突成为实验室创新过程中的主要挑战（Ｎｅｓｔｉ，２０１８；Ｕｎｃｅｔ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面对
多个竞争性政策目标，公共创新实验室难以获得充分的注意力来推动创新方案。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也受制于风险规避的行政文化，难以投入时间和资源到公共
创新中，对是否能够实现公共创新的疑虑也降低了其参与的动力（Ｈａｕｇ ＆
Ｍｅｒｇｅｌ，２０２１）。大多数政府部门并不完全了解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功能，很难理
解其所采用的创新方法，也难以真正长期支持和实施其所产生的创新方案
（Ａｃｅｖｅｄｏ ＆ Ｄａｓｓｅｎ，２０１６）。这些实验室作为新的实验性组织机构，仍未能得到
政府部门的充分认可，容易受到“政治风暴”或“政治更迭”的影响（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 Ｂｏｔｅｒｏ，２０２０；Ｗｈｉｃｈｅｒ ＆ Ｃｒｉｃｋ，２０１９）。

当前研究进一步从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制度化和公共创新方法的适用性这两
个视角探索了这些阻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研究认为，当前公共创新实验室
是由高层领导发起的一项公共创新“运动”，其地位与合法性未体现在正式的制
度框架内，更像是“拴在”现有结构上的额外部件（ＭｃＧ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公
共创新实验室缺乏正式的制度规则来明确它们的权力及其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权
责关系（Ｔｉｍｅｕｓ ＆ Ｇａｓｃó，２０１８）。因而，高层领导的支持成为其合法性和影响
力的非正式制度来源，缺乏足够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进而限制了公共创新实
验室的作用。然而也有学者担心，公共创新实验室与政府部门整合程度越高，
参与公共创新活动的成员受到行政传统的影响越大，难以激发成员的创造性思
维。因此有学者建议，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制度化需要在增强其机构稳定性的同
时，不损害其作为公共创新专属空间的独立性（Ｋｒｏｇｈ，２０２４）。

另一些学者从创新方法的适用性角度分析，认为公共创新实验室所应用的
创新方法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这些创新方法过于追求创新突破，以
至于忽略了现有经验中的合理部分，导致其创新方案的可行性较低，难以得到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认可（Ｈｏｗｌｅｔｔ，２０２０）。有学者担心，“设计思维”方法过
分看重公众意见，容易导致创新方案虽然受到部分社会公众的欢迎，但并未真
正提升公共价值；也可能导致方案的可行性较低，背离了公共创新实验室解决
公共管理问题的初衷（Ｂｕｕｒ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另一方面，“行为洞察”等实验测
试方法可以对单一公共政策或服务在短时间内的潜在效果进行测试评估，但却
较难对多项政策或服务组合的长期成效进行评估。公共创新实验室的这些方法
往往关注自身所产生的创新方案，较少将这些创新方案与其他政策工具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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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与整合，缺乏对政府部门整体的治理创新和理念概念创新的系统性思考
（Ｌｅｗｉｓ，２０２２）。

七、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文献回顾结论
面对日益上升的公共创新需求，政府部门建立了公共创新实验室这一专属

空间来持续寻找和设计公共创新方案。本研究通过回顾相关学术文献，进一步
厘清了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基本概念、作用功能、实际成效以及关键因素和挑战。
研究表明，公共创新实验室是专职于公共创新的组织机构，致力于探索和实施
创新方案来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其通过知识生产、多主体参与以及实验测试三
种机制，在公共创新初期发挥主要作用，促进问题识别、创意生成、方案设计
与评估完善。公共创新实验室推动了技术过程创新和管理过程创新的产生，同
时降低了政府部门的管理成本和提高了社会公众参与度，但产品服务、治理模
式或概念理念的系统性创新成果较少。从微观和中观层面来看，公共创新实验
室的团队建设、组织结构、合作网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共创新的阻碍，
但宏观层面的行政体制和传统依然限制了其推动公共创新的实施和扩散。综上
所述，本文归纳了公共创新实验室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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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公共创新实验室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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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完善我国公共创新实验室建设的启示
现有研究为我国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实践与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启示。近

年来，我国研究对公共创新的内涵、领域、类型、目的以及影响因素等相关议
题进行了探索（刘遥、张攀，２０１９；王猛，２０２０；赵琦、顾昕，２０２２）。与其
他国家相似的是，政府开展公共创新的动力受到微观个体、中观组织和宏观制
度的影响（吴建南等，２００７；郁建兴、黄亮，２０１７）。但不同的是，我国中央政
府的行动与态度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央政府通过自上而
下的激励、信息流动与注意力分配来促进地方政府创新（袁建军，２０１２）。地方
政府创新以中央主导型创新和地方回应型创新为主（赵琦、顾昕，２０２２）。公共
创新扩散则受到中央政府强制性行政命令和政绩考核的人事制度的影响（Ｚｈｕ，
２０１４）。面对我国公共创新的特点，当前公共创新实验室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以下
３点启示。

１ ． 推动多元主体合作创新的作用功能
当前，我国公共创新过程主要遵循了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逻辑，形成以落

实中央精神、推动政策试点为主的公共创新实施过程。然而，仅靠政府部门自
身的知识和资源难以产生并持续推动公共创新。这就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等
多元主体的合作参与，实现有效的知识共享、专业互促、能力提升与组织变革，
进而实现公共创新的产生与实施（赵琦、顾昕，２０２２）。因此，我国公共创新实
验室的建设可首先推动政府与外部多元主体的合作创新过程，支持政府部门与
政策专家、市场企业和社会公众形成合作创新网络，在互动中增进知识共享并
集聚共识，基于协商合作进行知识生产，最终形成创新方案并实施。其次，通
过公共创新实验室建设跨部门的合作网络，构建强有力的政府内部创新伙伴关
系，从而获得持续性的资金投入，明确公共创新方案的落地出口，使它们能够
真正促进公共治理体系变革。最后，通过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实验测试过程，为
上级政府评估创新方案实施效果，并根据反馈结果持续改进创新方案，提升创
新方案试点的有效性。
２ ． 完善机构持续运作的制度设计
我国公共创新多以纵向制度压力促进政府间创新扩散（康伟、赵鹏飞，

２０２２；张友浪等，２０２３），但这也可能造成政府部门缺乏自主创新的意愿和能
力，限制其自发形成公共创新。因此，我国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建设需要着重完
善其持续运作的制度设计，明确其在政府部门决策过程中的权责范围。在保持
公共创新实验室作为公共创新“安全空间”独立性的同时，将其有机嵌入公共
管理体制中，使其与政府部门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首先，通过正式的法
律法规体系，规范公共创新实验室在公共政策和治理创新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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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需要给予地方政府创新一定的试错空间，支持公共创新实验室引入创
造性破坏的理念。其次，制度设计需要明确公共创新实验室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使创新方案更加契合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最后，公共创新实验室的设置还需
要进一步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中央控制与地方探索、稳定
与创新的关系，依据环境变化进行不同的实验选择（王猛，２０２０）。
３ ． 提高与公共管理问题的契合程度
尽管公共创新实验室所使用的创新方法能够帮助政府部门产生创新方案，

然而创新方案可能与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适配程度低，可行性低，因而难以落
地，未能产生实际效果（刘太刚、邓正阳，２０２０）。因此，我国公共创新实验室
建设需要进一步提高创新方法与公共管理问题的契合程度，提高公共创新方案
的可行性，使更多政府部门认可其创新成果。一方面，公共创新实验室在建设
跨学科创新团队过程中，通过从现有政府部门中招募有相关业务经验的工作人
员，能为团队补充公共管理相关知识与实践经验，有利于产出更有针对性的创
新方案。另一方面，公共创新实验室需要进一步学习和熟悉公共管理的现有经
验，从而更好地理解各类政策工具的作用与功能，进而明确创新方案与其他工
具之间的关系，形成政策组合来解决公共管理问题。

（三）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３个方面选取突破方向。
１ ． 探索公共创新实验室在后期环节发挥的作用
当前研究主要分析了公共创新实验室在公共创新前期环节中的作用，然而

对其在后期实施和扩散环节的作用功能分析较少。一部分原因是当前公共创新
实验室对后期环节的影响力较小，参与度较低。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政策扩
散和网络治理相关理论，一方面可着重探究公共创新实验室何以能进入政府部
门的创新决策阶段，如何通过建设行动者网络来推动公共创新方案得以被政府
部门采纳。另一方面，当公共创新实验室参与到后期实施和扩散过程中，未来
研究可探索其在创新方案实施过程中具体扮演的角色及作用机制，挖掘其对公
共创新扩散广度和持续时长的影响。
２ ． 系统性评估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实际成效
当前研究主要发现了公共创新实验室对技术过程创新和管理过程创新的促

进作用，然而对其他创新类型的探索较少。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在以下两
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一方面，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公共创新实验室对其他
创新类型的影响，比较其在不同创新类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通过定量研究
的方法，分析比较公共创新实验室对不同创新类型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未
来研究可基于公共价值理论，进一步探索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创新成果对公共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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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同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明确其对公共管理的效率、效果、公平性和代表性
等方面的影响，避免政府部门为了创新而创新。然后，通过案例比较的方法，
将不同级别的政府、不同政策领域或不同文化等环境因素纳入考虑，进一步厘
清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实际成效。
３ ． 探索公共创新实验室持续运行的制度框架
当前研究发现公共创新实验室仍然缺乏正式的制度框架来支持其持续运行，

未能与现有公共管理体制实现有机整合。因而，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哪些
关键的制度设计，既能够保障公共创新实验室的稳定性，又不损害其作为公共
创新专属空间的功能。利用制度主义理论，未来研究一方面可着重探索预算管
理或绩效评估等正式的制度设计将如何影响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创新表现。同时，
可以探索何种激励机制能更好地保障公共创新实验室的合法性和创造性。另一
方面，未来研究可探究公共创新实验室如何通过影响组织文化和成员认知等非
正式制度来增强其合法性，并促进政府部门公共创新理念与能力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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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ＣＡ），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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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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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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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ｓ ｈｏｗ ＡＩ ｃｈａｎ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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